講稿一

台灣光復、接收與光復初期的台灣社會與政治變遷

賴澤涵

前言︰

在台灣不到四百年歷史中，它的發展特色我們應該瞭解，否則我們就無法瞭解今天台灣的社會各種問題的由來。
台灣為位於中國的東南沿海中的一個小島，她跟中國真正有關係的時間應該從宋代以後才開始，僅管以前有不少學者認為台灣從古代就與中國有通往，並為中國的領土，但最近有不少的考古學者證明並不正確，但可確定的是台灣很早就有「原住民」居住，這些原住民與現今的「原住民」未必有關，而現今的原住民到台灣，則也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他們是由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遷徙而來，有的認為他們從東南亞遷徙來，但最近己有不少學者認為他們是屬於「南島語系」的民族，可能台灣就是該語系的家鄉，然後再慢慢遷徙到東南亞甚至大洋洲諸地。

但不論如何，原住民儘管在台灣很久，過去由於他們只有語言，很少有文字的出現。因此，研究起來頗有困難，只好靠地下挖掘的一些器物，但他們在台灣歷史的刻痕上，應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如果以文字為歷史的起點，無疑的台灣的歷史到今天還不到四百年，這四百年中首先把台灣帶入歷史時代的不是中國人，反而是外國人。

由於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加上十六世紀以來地理的大發現，歐洲航海發達，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無不積極向外開疆拓土，尋找貿易的據點，台灣就在這種情形下被這些國家看中，葡萄牙雖然給了Formosa的稱呼，但進入台灣是否有經營，因未留下紀錄，故無從得知，因此我們仍以荷蘭為第一個經營台灣的國家。
荷蘭在1624年先到今天的台南開墾然後再向北向南面開發，荷蘭在台灣的時間僅統治三十八年，但在開墾，對原住民的教育、宗教甚至一些醫學知識的傳入以及把台灣的特產如鹿皮、糖、稻、樟腦等經濟作物帶入世界經濟體系，台灣也成為東亞重要的貿易據點之一，這也不能不歸功於荷人的經營。

荷人後來被南明遺臣鄭成功所逐，退出台灣，台灣從此由漢人經營。鄭氏王朝基本的將台灣視為反清復明的基地，鄭氏三代為時不夠二十一年，但鄭經昏庸，鄭克塽年幼，因此無甚大作為，惟在其輔臣協助下，亦積極開墾，開拓對外貿易，台灣仍然為東亞貿易的據點之一。
鄭氏王朝最後為降臣施琅所征服，從此台灣才列入中國版圖，由於清朝與南明對峙的經驗，清朝一直把台灣視為邊陲之地海盜出入之巢穴，因之初期並未積極開發，既使如此，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由於地少人稠，謀生不易，故乃有不少青壯年不畏黑水溝的危險、甚至禁令，絡繹不絕的到台灣從事開墾或貿易活動，故台灣才能逐漸的開發。

儘管清廷對台灣並未放棄，而且初期對台灣的的移民有不少的禁令和限制(如不得攜帶家眷到台灣需有渡台許可証等)，但台灣要保持孤立卻是不易，因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也積極的向外發展，台灣、中國東北、韓國等地都是日本的目標，因而台灣未能倖免還是在1895年由清廷割讓給日本，台灣又由另一個外國政權統治。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之久，初期由於台灣人的激烈反抗，日本乃採取高壓的武力鎮壓，經過二十多年，台灣基本的反抗勢力被壓住下去，從此日本以警察統治台灣。日本在台灣除引介法律、衛生、醫療體系、守時習慣、禁止蓄婢、薙髮、發展交通、港口、電力、肥料等工業以及農業試驗推廣外，凡被認為不良的風俗習慣都在改革之列，基本的日本統治台灣是採「區別待遇」(即日人地位高於台人)把台灣人視為二等的國民，所以儘管日本在台灣有不少的建設改革，但並未獲取台灣人的認同支持，台灣人被同化為日本人的人的士紳階級也不夠百分之一而已。

日本對台灣人的大轉變，主要還是對中國侵略以後，尤其1937年大規模的侵略中國，日本為了避免「裏應外合」，防止台灣人的漢人意識的甦醒，乃改採懷柔寬容政策，並高唱「日台一體」，即台灣人亦屬天皇子民與日人一樣平等，惟實際亦無法改變二等國民的待遇，因此日本雖在大戰時高唱「皇民化運動」希望台人改姓名(改為日本姓)，說「國語」(日本語)，拜日本天照神，不得祭拜中國神明等等措施，但只是很少的士紳因「忘本」而改姓，因此，皇民化運動除推行說日本話較為成功外，其餘的成果相當有限，此所以當台灣人對日本戰時大力提倡日本人優秀，日人攻無不克，後來無以為繼時，無不偷偷竊喜日人的敗相，故一聞日本戰敗投降，台人無不歡欣鼓舞，祭告歷代祖宗。
台灣在日本敗投降時，對台灣未來已有一些台灣知識份子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台灣應歸聯合國託管，以避免介入國共的糾紛，另有一些人主張獨立如辜振甫和徐丙等人，他們想說服日本最後的總督安籐利吉及少壯軍官的支持，但由於1943年開羅會議宣言已決定台灣歸還中國，故中國自然而然的就接收台灣，台灣再度回歸中國領土。

基本上全台的島人對回歸中國祖國是歡迎且熱烈的支持的，因此台灣人當時無積極的準備歡迎來台接收的軍政人員。

對國民政府而言，台灣的收復一直是國民政府所擬定的目標，從孫中山先生一直到蔣中正，對收復台灣都發表過不少的言論，而當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三人的開羅會議宣言發表後，蔣介石回到重慶，立即組織台灣調查委員會，以時任國民政府顧問的陳儀為主任委員，積極翻譯日據台灣有關的法令規章，並徵集各方面有關收復台灣的意見，當時這些意見匯集出版了不少書，因此，當日本接受盟軍無條件投降時，國民政府會同美軍到台灣會戡，並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作為光復台灣接收的最高行政長官。

本來國民政府對淪陷日人之手淪陷區如東北、台灣收復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張應與其他各省一樣，採省府委員制，另一意見則認為在日人統治下，人民若不經再教育的程序，恐怕會有後遺症，因此主張採取行政長官制度，使行政長官有便宜行事之大權，陳儀不容諱言，亦力主台灣實行行政長官制度，在台灣所有中央政府機構均歸他節制，台幣也繼續使用，以避免大陸通貨膨脹影響台灣生活，蔣主席本來對陳儀就相當的尊敬，故對他的要求，自然並未反對。

    1945年10月24日陳儀由南京飛來台灣，受到廣大台灣人的熱烈歡迎，第二天在今天的中山堂(當時叫人民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陳儀除代表蔣介石接受日本投降外，並宣佈台灣人即日起成為中國人，台灣人的歡喜，可由各地歡迎的牌樓，商店，戲院等部打折優待，熱心的學習國語，研讀三民主義，購買國旗看出，這證明五十年日本人的皇民化動並未成功，台灣人認同的乃是中國而非日本！

    可是這種歡欣的日子過不了多久，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問題逐漸的浮現，慢慢的台灣人對這些「外來人」不信任，甚至有些後悔當時的熱情，追溯這個態度轉變的原因不難瞭解，原來台灣人當時認為在日人統治之下，台灣人只是二等國民，如今光復，回歸了祖國，本應該當家做主，可是眼前的情況不但沒有改變，有的地方甚至比日本時代還不如，例如國民政府在台灣最高的行政人員行政長官，他不但有行政權，司法權還有軍事權，甚至在台灣所有中央機構也全歸他管理，這比日據時代的總督權力有過而無不及，因此人民就諷刺的稱它為「新總督」。至於政治上台灣人民還是無法任官，最高的也不夠幹個科長，公務員上升無門，而公務人員待遇即使在同一個職位，本省和大陸來的不一樣，台灣人的待遇較差，這不只是公務人員而己，甚至在報界和大學教授的待遇也是不同，而讓台灣人氣憤不過的莫過於大陸來的自認比台灣人高一等，他們是來台灣統治台灣人。至於政治上的貪污在台灣一樣，讓台灣人氣短，公務員浪費上酒家舞廳的不少，而欺騙民間婦女更常有所聞，這些在日據時代是不太可能發生，因此人民對祖國慢慢的由熱望逐漸的失望，不少台灣輿論已開始批評甚至冷嘲熱諷，但是政治社會問題終就只是人民不滿批評罵謾而已，而讓人民更失望莫過於生活日益的困難，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了不少日產，尤其工廠，但這些工廠卻讓他棄置，不趕快修復，讓他恢復生產，因此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四處遊蕩，年青人找不到工作遲早是動亂的因子，只是當時的主政人員並未看出它的嚴重性，行政公署的官員們日日沈溺於歡樂勝利的歌聲裡。

除行政長官公署被批評為新總督府外，陳儀在台灣也繼承了日據時期台灣人最不喜歡的「統制制度」，民生重要物品如米、糖、酒、香煙、樟腦、火柴、鹽等由政府控制，因此台灣就有專賣局，商人必需有專賣許可證才可以做生意。對台灣人來說專賣是造成人民的不便，因此對專賣局的繼承日據時代的業務相當的反感。

此外，陳儀為了控制島內外重要的物質也設了貿易局，弄得商人們無法做生意，怒聲四起。

因此，陳儀來台大部份的措施，基本的是繼承日據時代的政策，與民爭利，人民極為失望。日據時期專賣是靠日本政府強制的手段，如今人民當家做主豈可和日本一樣採取相同的措施？可見來台接收人員對台灣當時人民的期望並不十分的瞭解，因此施政與人民的想法有一大段的差距。

但儘管制度的設計不良(行政長官制度，專賣局，貿易局……)，台人和大陸人民不平等的差別待遇，行政的無效率和貪污腐化，經濟的復元太慢，心理上對台人的歧視和分別待遇，人民還是忍受下來，但到民三十六年初，人民的忍耐度已逐漸頻臨到爆發的臨界點，此即糧荒的出現， 人民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的地步，因之在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卻因米荒和失業問題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政府暴動，此即台四百年史上最大的民變—「二二八事變」，可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種下台灣後來人民對當時來台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的仇恨，也造成台灣史上另一個族群的大猜忌！

原來台灣位於亞熱帶高溫多雨頗適合稻米生長，因之台灣之產一年可以兩獲，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三獲，在日據時期台灣稻米生產除供日本本島的消費外，也可向中國大陸，東南亞等地輸出，台灣稻米的豐收，可說「一年米三年餘糧」，換言之，一年稻米的生產可供三年的糧食，因之台灣過去沒有所謂糧荒。今台灣光復不到一年半卻發生了缺米的現象，而且還是相當的嚴重，例如到民三十六年初很多地方已買不到米，甚至有報導人民因缺米而餓死街頭的現象，台灣的米那裡去了？很多台灣人都很好奇，是否由一些不肖官員和商人賣到大陸去賺大錢，結果台灣變成有錢也買不到米的現象。政府為解決糧荒問題就不能不實施配給制度，並到處搜查任何囤積的地主商店，結果反使米價格大漲，政府使用各種方法，但都無法解決嚴重的糧荒現象。

米荒問題無法來解決，乃引發社會的動盪不安，而年青人尤其失業嚴重，而被日本徵召到南洋為日軍服役的回台軍伕都找不到工作，失業率一直升高，社會的不安，當時已有不少人預感到「山風欲來風滿樓」了。

但真正引爆大規模反政府的卻是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查稽私煙走私問題。

原來台灣專賣局所製的煙和酒都是淡而無味而不受一般民間喜愛，因而走私上海香港來的煙，甚受歡迎，私煙一多，自然影響專賣局的收入，為杜絕走私惡風，專賣局就組查稽組查稽煙酒的走私，當時台灣專門批發的地方就是在淡水一帶，然後再賣到各地，可獲更豐厚的利潤。台北的私煙販賣主要在延平北路及南京東路交叉一帶。民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晨，警察及專賣局查緝員接獲線民通報淡水有人在走私香菸，他們立即趕往淡水，到達之後，走私人員卻已經散去。隨後他們乃到台北文教聚會最多的天馬茶房(現改名為黑美人咖啡座)用晚餐，飯後，走出餐廳不久，即發現有一中年寡婦林江邁其年幼女兒在旁販賣私煙，查緝員向前盤問，並沒收所有的煙(不分走私或專賣局的煙)和她所賣煙的錢！林江邁苦苦哀求，希望發還錢及專賣局所製的煙，但查緝人員相應不理，引起路人圍觀求情，查稽員傅學通、葉得根依然不理，群眾氣憤有人喊打，並罵「阿山不講理」，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兩人見人多勢眾，且來勢凶凶，乃朝圓環方向逃走，群眾追趕，傅為擺脫追人，乃拔槍示警，不意匆忙中射中在門前看「熱鬧」二十來歲的陳文溪，當場倒地，陳經人送附近的洪外科急救，第二天宣告死亡。此種「野蠻行為」驚醒附近民眾，眾人當晚前往包圍附近派出所，由於該所長平時為人頗差，故群眾入內打毀玻璃桌椅，並要求交出禍首就地槍斃，未獲要領，事實上，派出所早已將躲在派出所的查緝人員警察送到憲兵隊保護，群眾憤怒搗毀查緝員的車輛，專賣局人員及憲兵前來查看，均未作處理而返！

次日(廿八日)一早萬華、板橋、延平北路及中山北路一帶人民發動三罷(罷市、罷工、罷課)，沿途敲鑼打鼓，號召人民響應，人民對政府已不滿，故立即聚集不少群眾向重慶南路(今彰化銀行現址)專賣局台北分局包圍，不少群眾入內見外省人立即毆打，並將火柴，香煙全部搬到街上焚燒，搗毀該分局的桌椅玻璃窗，雖有警察及專賣局人員來看，卻不敢加以阻止。

打完分局後群眾走向南昌街的專賣總局，惟總局早已聞風聲，立即將門窗以木板訂死，群眾無法，只好走向行長官公署要求懲兇、賠償，一時之間台北的行政長官公署立即捲入群眾包圍之中，群眾要求行政長官出來解決問題，陳儀本欲見民眾說明，惟其部屬勸告不宜與群眾見面，群眾憤怒難消，乃與警衛對抗，警衛開槍，當場傷亡數人，此乃所謂「廣場事件」，「二二八事件」乃大規模爆發矣。

事件爆發後台灣省、台北市及其他各縣市紛紛成立「二二八事件緝煙處理委員會」，同時處理委員會馬上不停的開會，商討如何對付政府，各地的委員會決議先將軍、警的槍械繳械保管，並將外省人集中管理。因為當時台灣人對外省人頗為不諒解，因此，從二月廿八日至三月六日一星期左右，不少外省人被台灣人毆打，有的地方甚至以台語考問，後來且改以日語，可見台灣人對祖國失望之情，所以這一星期可說台灣人真正掌握政權，也可以說是外省人在台灣落難時期，他們被打時無人悍衛，要吃飯買不到米，醫院不敢收留他們，這一情況到三月五，六日以後，才有台灣民意代表出來解危，直到三月八日政府軍登陸台灣，外省人在台灣的困境才有大的改善。

全台灣在一個星期內紛紛「起義」，澎湖因消息傳得慢，且當時縣長和縣參議長估計勝算不大，故力勸不必響應，因而澎湖才沒有發生鎮壓現象。

陳儀見狀頗為震驚，乃找台灣籍民意代表疏通，希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無奈台灣人民，民意代表，學生等紛紛提出要求，中山堂(人民公會堂)每日會議不斷，出入份子頗雜，初期陳儀還派省政府的處長們參加開會，惟見此場面，不敢再參與，形成民眾自導自演的局面。

在此混亂局勢下，有的佔派出所，有的控制地方政府，有的到軍事要塞守將繳械。在中山堂出席的代表更提出三十二條要求，後來又有人要求又增十條，如此人民要求愈來愈多，本來要求的是高度自治，後來又要求解散政府組織如警備司令部，宣傳委員會等等，這使陳儀和他的部屬感覺非武力解決不可，因此，他乃一方面敷衍民眾要求，一方面向蔣介石求派軍隊到台，希圖武力鎮壓，以求徹底解決後患。

但是天天出席開會的代表還不曉得陳儀等人已下決心清除消滅反政府份子，反而意氣喚發，以為台灣人已掌握了政權，不日這些貪官污吏即可清除，當家做主，那知死亡之神已在等待他們的來臨。

台灣一爆發民變，事實上台灣的情治人員早已報告蔣介石，惟當時蔣介石正忙於應付共產黨，因此指示只要人民要求合理範圍，儘可以退讓，但是情治人員除滲透於群眾內外，也不免將此次事件歸之於共產黨的煽動，故蔣感覺事態嚴重，乃決定派兵鎮壓。

南京中央政府官員一聞台灣事變，有的主張撤換陳儀，並將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以息民怨，另有支持派兵以免台灣落入共黨之手等不同聲音。
三月七日晚政府軍己達基隆，一則聽說反政府勢力頗大，一則黑夜路徑不熟，故軍隊不敢輕易登陸，及八日清晨，軍隊登陸，大肆掃射，對來往行人不分清紅皂白格殺勿論，接著由北向南掃蕩，民軍雖佔植物園內之台灣廣播電台並號召人民反抗，惟民軍並未受過完整軍事訓練，既使被日人徵召到南洋服役者回台不少，惟缺乏紀律以致輕易被擊敗，死傷較慘的地區有基隆、台北、嘉義、台南、高雄等地，高雄因要塞司令彭孟緝被涂光明脅迫繳械不從，轉而揮軍下山屠殺在高雄市政府內開會的人士及反政府份子，故南部人以「高雄屠夫」稱之。

軍隊所至抵抗者不多，紛紛棄械逃亡者不少，惟台中因有鍾逸人組「二七部隊」抵抗，他為免傷及台中市人民，乃將部隊撤到南投埔里，水裡坑一帶，在烏牛欄曾與政府軍對抗，然不敵政府軍，乃將槍械埋於地下，紛紛改裝逃逸，共黨謝雪紅(阿女)則化裝為新娘乘船逃到香港，「二七部隊」不旋踵亦潰散。

政府軍自三月八日登陸不到一星期，全台反政府勢力崩潰，然台灣主事者認為有不少槍械及反政府之領導人逃入民間，為永除後患，乃下令全台各地「清鄉」，並實行「連坐法」，凡知反政府人員或藏有軍械不報者，連坐，尤其挨家挨戶搜索，加上宵禁，全台可說風聲鶴淚，有不明不白被打死者、冤死、被捕、威脅不得不變賣田產者等等情形不一而足，台人的恐懼可能非筆所能形容者。

但更有些台籍被認為是高級知識份子如台大林茂生教授，醫生施江南，企業界領袖陳炘十多人則雖未參加此事件卻被捕殺，至今屍骨不知何處？亦不知何人下令逮捕者，台灣主政人員以種種藉口如台獨等罪名予以槍決，此實為此次事件最難為台人所諒解者，此故台灣人民經此事變，其家人或後代誓不與國民黨兩立，埋下日後國民黨政權常受挑戰之因，故二○○○年總統副總統選舉戰，國民黨之被唾棄，「二二八事件」實為遠因之一。

在事變之後不少台藉名流士紳如丘念台，楊肇嘉等人希蔣總統介石好好處理以慰台人，但終因事情複雜，故在兩蔣時代均未處理，喪失贏得受難人家屬之心的機會。
此外國民黨對此事件發生之因，也一直未好好探討，且一直以共黨煽動引起作為藉口，似乎把這一件慘痛事件當做一般事件處理。

至於這次悲劇有多少人傷亡？政府方面過去一直把傷亡人數壓低，從數百人到千來人，但民間卻加以誇大，有的甚至說有100,000人，但一般民間傾向接受在15,000人至25,000人之間，然自1995年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補償事宜，至今領取補償的只有8,393人(截至今年9月30日止的統計，領取總額6,961,000,000元)，但這也不是表示這就是傷亡的數字，蓋當時不少傷亡者無親屬在台灣，有的其親屬目前已輝煌騰達，不願具領，且還有的害怕領後再受到報復，更有家屬分散世界各地，可能連補償的消息都不知者亦有，因此以「財團法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領取補償的人數作為傷亡人數並不一定正確。

往者己矣，「二二八事件」誠然是台灣四百年史上最悲慘的大事，國民當執政時代(李登輝時代)迫於內外責難家屬的壓力，不得已在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以當時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為召集人，在其下設一研究小組，以賴澤涵教授為總主筆，負責調查報告，該報告終於於1992年2月22日正式公佈。至於紀念碑小組則由葉明勳先生擔任召集人，另有負責紀念碑的興建委員，負責規劃紀念碑之事。

但受難家對碑文問題卻不接受(執政黨的碑文由1945年戰後即到台灣，擔任中央通訊社台灣主任的葉明勳，民間則以陳芳明教授所起草)形成有碑無文的現象，直到1996年行政院「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補償基金會」再委請賴澤涵教授擔任碑文總主筆，由他召集所謂民間學者和原參加「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撰稿的黃富三教授等人，才完成有碑有文，立於今台北新公園二二八紀念碑旁。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影響甚大，至今還餘波盪漾，事實上一個慘劇需要長期的療傷，何況「二二八事件」又被民間稱為是屠殺事件，自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止痛，此所以「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設立之旨意，但重要者為心理精神的療傷應大於金錢的補償。

「二二八事件」雖然前後不到四，五個月時間，然而其對台灣的影響卻相當的深遠，事變之後，台灣人民對外來政權的的國民黨相當不諒解，以至造成於族群的對立，諸如當時民間婚嫁不與外省通婚，民間應徵工作限通台語者等等，惟這一族群的對立猜忌隨時間有淡化現象，直至解嚴後因政客選舉操弄，加上統獨立場的分明，因而社會又有省籍情結的予盾，此一情況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應是正常現象，蓋族群的融合是不斷衝突、諒解、和解的過程，相信此種現象會隨時間而淡化。

其次這事件不論傷亡多少，因清鄉的連坐法加上不肖官員利用時機報復或收受賄賂，使台灣人民對參與政治的熱望減退甚至有些不敢涉及政治，因而轉而投入工商業業上，此種情形多少造成台灣經濟的發展甚至經濟的奇蹟。
此外，「二二八事件」被認為的台籍精英被殺，多少造成民間領袖的斷層，這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無疑的是有相當的妨礙，但對執政國民黨而言，卻是清除地方的可能的反勢力，政府的勢力因而逐漸深入地方，取代原來地方領袖的地位。

對一些知識而言，「祖國」的夢想打碎，對在台灣的政權徹底失望，因而不少利用各種管道逃離台灣轉往中國大陸參加共產黨，有的希望寄望紅色政權將國民黨政權打跨，有的認為台灣應實行社會主義，總之，「二二八事件」之後逃到大陸而參加共產黨者在大陸組「台灣民主同盟」，形成中共的對台灣的統戰工具，這是他們如料未及的。

� 李壬癸，〈已消失與即將消失的台灣南島語言研究〉，《民九十二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頁31-34。


�有關「二二八事件」除過去的資料外，檔案局曾邀請台灣史學者作全省性蒐集，詳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二二八事件檔案導引》，台北︰民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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